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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庆抗战文化地图中的“文协”

彭玉斌

摘 要:作为一个文艺统战组织,“文协”决非普通的文艺团体。本文将“文协”在渝期间领导和组织的各种抗

战文化活动放在区域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全面考察, 概括出其团结协作的广泛性、鲜明的政治目的性、坚持斗争

的持久性和组织存在的战时性, 旨在揭示其对重庆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 并为新重庆的文化建设提供历史性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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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

于1938 年 8 月内迁重庆,它就以重庆为活动中心,密

切团结广大爱国文艺工作者,组织开展了长达八年之

久的抗战文艺运动。作为一个在硝烟弥漫中诞生的

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文协”在重庆的活动虽是战

时的,但其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却无疑是深远的。

这既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由“文协”的根本

性质决定的。可以说,在色彩斑斓的重庆抗战文化地

图中,“文协”无疑是其中一道最为壮观的风景。那

么,这道风景的魅力究竟何在？“文协”对重庆文化

发展的影响又具体是什么？其在渝活动的历史过程

对新重庆的文化建设又有何借鉴？这些都是本文试

图探讨的。

一、“文协”在渝主要活动扫描

为了深入探讨重庆抗战文化地图中的“文协”景

观,有必要先对其在渝主要活动进行一次简单扫描。

从总体上说,“文协”在渝主要活动,可以分为

前、中、后三个时期: 从“文协”总部1938 年 8 月

迁渝到1941 年“皖南事变”发生为“文协”在渝活

动前期。此时,抗战形势日益严峻,国内阶级矛盾日

益尖锐,但“文协”仍然活动频繁,成绩也十分显著。

从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到1945年 8月日本

战败投降为“文协”在渝活动中期。在此期间,随着

战争形势的发展,日本侵略者调整了对华政策,对国

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而集中力量

进攻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国民党也相应

调整了政治路线,对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削弱和围

剿,国内阶级矛盾异常尖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成为“文协”活动内容的转折点。事变之前,“文协”

以“抗日救亡”为主;事变之后,则以“抗日争民主”

为主。虽然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限制和阻止破坏

下,“文协”的活动有所减少。但“文协”并没有知

难而退,偃旗息鼓,而是灵活调整斗争策略,机智勇敢

地在逆境中坚持斗争。

从1945年 8月抗战胜利到1945年 10 月“文协”

易名为“文协”在渝活动后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

内阶级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内战的乌云笼罩了整

个中国。为适应这一新形势,“文协”着重开展了争

取民主、和平,反内战和清查附逆文人的斗争。1945

年 10 月 21 日“文协”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

会”。尽管此时“文协”的一些活动尚在进行,《抗战

文艺》直到1946年 5月才终刊,但作为一个以“抗战

救亡”为活动宗旨的统战组织,“文协”因其易名而

不复存在。

具体而言,“文协”在渝主要活动可分为以下几

个方面:

(一)组织建设。“文协”总部迁入重庆后,继续

推进全国各地分会的筹备成立工作。经过长时期的

筹备,成都分会、桂林分会、贵阳分会、延安分会、

三台分会等先后宣告成立。不仅如此,“文协”的组

织建设活动几乎贯穿了整个抗战历史过程,  直到

1945年 1月, 还有“江西赣州分会”和“三台分会”

宣告成立。此外, 为适应文艺大众化和抗战文艺出

国运动的需要, “文协”还增设了“通俗文化工作

委员会”和“国际宣传委员会”, 进一步健全了“文

协”的组织机构, 为充分发挥其对抗战文艺运动的

领导作用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

(二)编辑出版。除了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外,“文

协”在重庆还开展了一系列编辑出版活动。首先,在

抗战形势日益严峻、出版条件更加困难的情况下,

本文是重庆市十五社科规划项目“重庆文化与重庆抗战文学主流”(项目编号:2001-ZWF08)的部分成果，课题主持人:靳明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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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协在重庆继续坚持编辑出版会报《抗战文艺》。《抗

战文艺》是抗战期间国统区发行最广、影响最大、存

在时间最长的进步文艺期刊,也是唯一贯穿抗战始终

的文艺刊物,对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其次,“文协”总会还编辑了“作家战地访问团

丛书”以及纪念鲁迅先生特刊,与香港分会合办英文

杂志《中国作家》,  与成都分会合办通俗文艺刊物

《通俗文艺》等。这些编辑出版活动,加强了“文协”

总会和各地分会的联系, 密切了广大会员之间的关

系, 使他们更好地团结起来,推动了抗战文艺运动向

纵深发展。

(三)战地慰问。“文协”在重庆组织或参与了一

系列战地慰问宣传活动。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是其

中重要的活动。1939 年 6 月4 日,作家战地访问团

在重庆生生花园举行出发仪式,周恩来、郭沫若、邵

力子等参加了出发仪式,并致辞勉励。访问团经过长

途跋涉,主要访问了中条山和太行山两个战区,历时

半载后才返回重庆。此外,“文协”还派人参加了南

北两路慰问团的活动。这些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加强了前线和后方的联系, 增进了作家对战地生活

的了解, 对战地文艺宣传起了重要作用。

(四)理论探讨。“文协”总部由武汉迁渝后,在

研究部的主持下,先后召开了多次诗歌、小说、戏剧

座谈会和晚会,比较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抗战文艺中

的典型形象创造、歌颂与暴露、作家主观和现实生

活客观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并及时纠正了创作中的不

良倾向,为抗战文艺理论的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国际宣传。“文协”积极推动抗战文学“出

国运动”,在内迁重庆后, 继续加强国际宣传以赢得

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理解与支持,积极开展国际宣

传活动。“文协”1939 年 2 月 2 日理事会做出决议,

组织成立“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此后,抗战文学

出国运动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在对苏宣传方面,决

定除经常翻译中国抗战文艺作品交塔斯社转苏联各

报章杂志刊载外,并有系统地筹备一个中国抗战文艺

专号,由《国际文学》杂志同时用八种文字出版。而

在面向英美的文章出国运动方面,出版部以全力有计

划的介绍中国抗战文艺到欧美各国去,先后在英国出

版了《中国抗战小说选》,在美国出版了《抗战诗选》,

还用世界语在匈牙利出版了《中国抗战文艺选集》。

这些文学作品在外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获得了广大

读者的普遍好评,同时提高了中国抗战文学在世界反

法西斯文学中的地位。

(六)反专制争民主。“文协”总部迁渝后,随着国

民党专政独裁的阴谋日益暴露,“文协”联合其他文化

团体灵活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对国民党文化专制进行

了坚决的斗争。首先,“文协”利用纪念高尔基、鲁迅、

屈原以及罗曼·罗兰的活动,宣传进步文艺,倡导向黑

暗势力勇敢斗争的精神。其次,“文协”还通过为知名

文化人士举行祝寿活动,宣传他们的斗争精神,号召广

大文化人士与黑暗统治进行斗争。例如,“文协”为郭

沫若、茅盾、老舍、洪森等人举办诞辰纪念会或创作

生涯纪念会的活动,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政权同室操

戈、破坏抗日的罪行,歌颂了不畏强暴、反抗专制的

精神。再其次,“文协”还通过“援助贫病作家运动”

来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对文化人的摧残迫害,既密切

了广大社会人士与文艺工作者的联系,也抨击了国民

党专制独裁的黑暗统治。此外,“文协”还团结广大文

艺界人士,直接抵制专制文化政策,要求取消审查制

度,争取民主,保障作家合法权益。

这一系列活动既是 “文协”在抗战文化运动中

的领导地位的直接体现,也进一步增强了这一组织在

广大文艺工作者中的凝聚作用。也正是在这些活动

开展过程中,重庆固有的本土文化不断获得了量的丰

富与质的嬗变。

二、“文协”的主要特征

综观“文协”在渝期间的主要活动,可见,作为

一个统一战线组织,“统战”就是“文协”的根本性

质。而在复杂的抗战环境中,这一根本性质又表现出

以下四个主要特征。

(一)团结协作的广泛性

作为一个广泛团结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为抗战

救亡而并肩战斗的统战组织,“文协”在团结协作方

面具有空前的广泛性。这是由“文协”的性质决定

的。这种广泛性是以前的任何文艺组织、社团、流

派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左联”等都不及

的。这种空前的广泛性首先体现在“文协”会员和

理事的广泛代表性上。

“文协”成立大会上,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会员

500 余人,广泛代表着全国各地各党派各流派以及自

由主义作家、无党派民主文化人士等。而从“文协”

第一届理事会成员来看,更是充分地体现出了这种团

结协作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关于这一点,曾担任“文

协”常务理事兼总务部干事的胡绍轩先生在《中华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始末》一文中有一段精辟的论

述。他说:

从理事名单来看,完全体现了中华全国文艺界空

前大团结的局面。其中有“五·四”时期就蜚声文

坛的元老,同时也有30 年代才活跃于文艺界的新秀。

在政治观点上,有国共两党的作家,也有无党派作家。

就文艺社团和文学思想流派而言,有自1921 年１月

成立后,提倡文艺以反映现实人生为主,被称为“人

生派”的“文学研究会”的两员主将沈雁冰(茅盾)

和郑振铎,以及该会12 名成员之一的许地山;有“创

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有提倡革命文学,

于1930 年３月成立的声势浩大的文学团体‘左翼作

家联盟’的阳翰笙、夏衍、张天翼、穆木天、楼适

夷、姚蓬子、沈起予⋯⋯[1](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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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也曾对此作过极高评价:“抗战以来在中

国文艺界最值得纪念的事,便是‘中国文艺界抗敌协

会’的结成。一切从事于文笔艺术工作者,无论是诗

人、戏剧家、小说家、批评家、文艺史学家、各种艺

术部门的作家与从业员,乃至大多数的新闻记者、杂

志编辑、教育家、宗教家等等,不分派别,不分阶层,

不分新旧,都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

奔走,而呼号,而报效。这是文艺作家们的大团结,这

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无疑地是一个空前的现象。”[ 2 ]这

就结束了自1919 年“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学以来中

国文艺界派别林立,论争迭起,众声喧哗、各自为阵

的局面。在抗战救国的总目标下,全国文艺作家“不

分轸域,不分思想观点,不记旧仇新怨”[1](P19),都团结

在“文协”这一面旗帜之下,组成了一支坚强的抗敌

文艺大军,广泛代表了不同派别、政治倾向的作家为

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战斗。

其次,这种团结协作的广泛性还体现在“文协”

活动范围的广泛上。“文协”内迁重庆后,继续对全

国文艺界抗战文艺运动进行组织领导,在全国各地广

泛发展会员,组织分会,先后成立了“襄阳分会”、“宜

昌襄樊分会”、“成都分会”、“延安分会”、“桂林分

会”、“昆明分会”、“贵阳分会”等几十个分会以及

分会性质的组织。“文协”第一次年会据组织部报告

说:“惟经一年来的艰苦奋斗,组织的规模,已初具雏

形;全国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作家,名记者⋯⋯已

大率由于情感的融洽,时代的感召,责任的督促,踊跃

入会⋯⋯”。①可以说,“文协”的组织遍布了全国,而

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也被选为“文协”第三届候补

理事,同广大文艺工作者并肩战斗。此外,“文协”还

同一些国外通讯社、广播电台、新闻记者如俄国的

塔斯社社长罗果夫、美国艾德加·斯诺等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并借助他们将“文协”的抗战文化延

伸到国外,共同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摇旗呐喊。

(二)鲜明的政治目的性

“文协”作为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从其产

生的政治前提以及活动宗旨看,自始至终都体现出鲜

明的政治目的性。“文协”是在全面抗战已经爆发、

国共第二次合作已经实现的历史政治背景下产生的,

是抗日战争的产物、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结果。作为

党领导下的一个文化统一战线组织,“统战”既是其

基本性质,又是其政治目的。

其次,从“文协”的活动宗旨来看,初期以“抗

战救亡”到后期以“抗日争民主”为活动宗旨,这都

充分体现出其鲜明的政治目的性。郭沫若在《新华

日报》上为“文协”的成立而题词:“统一文艺阵地,

巩固精神国防。”[ 3 ]这可以说一语中的,道出了“文

协”鲜明的政治目的性。

再其次,从“文协”组织内外的斗争来看,也充

分说明了它鲜明的政治目的性。“文协”作为广泛团

结文艺界工作者的统一战线组织,并不意味着其内部

就不存在矛盾和斗争。这一点在“文协”组织领导

的人选上也可见端倪。根据“文协”会章规定,理事

会不设理事长,由担任总务部的常务理事对外代表本

会,对内领导全会工作,实际上等于会长。由于“文

协”是一个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作家的组织,如果由

国共两党的某一位党员作家出来领导工作,都不合

适。老舍无党无派,而且,在中国第一代新文学作家

中又有一定的声望,因此由他出来总揽全局,非常恰

当。据田仲济回忆:“许多人都知道,这是周总理的意

见安排的,这个安排是非常恰当的。”[4]这既是团结的

需要,更是斗争的需要。此外,进步文化人士同国民

党之间的斗争从没停止过。“文协”成立后,国民党

企图以文化来装点抗战门面,并控制“文协”,为延其

治效力。因此开第一届年会时,叶楚伧在讲话中说:

“现在文艺家可以说是整个的了,但还不够,还没有把

文艺的基础建立得合理,应该是使作家与行政机构合

而为一,进一步说,要能调整文艺宣传的机构,使中宣

部、政治部和文艺界协会很合理的配合起来,那力量

的发挥必然很大。”②郭沫若则在讲话中巧妙地给予

反驳:“我以为要实现各位的指示及大家在文章中所

企望的事,主要的还是在于物质条件,无论我们的精

神如何充分,如无物质条件,也还难以实现。⋯⋯政

府能以实力给予‘文协’帮助,这样才能谈得到实现

计划,否则所有的文章与言论都将归于空谈了的。”③

当然,“文协”的内部斗争还远不止此。这些都说明

它是一个具有鲜明政治目的性的文艺组织。

(三)坚持战斗的持久性

“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④与民族危

亡生死攸关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就决定了文艺界

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也具有持久性。“文协”从其成

立到易名终结,持续斗争了近八年之久,其会刊《抗

战文艺》则成为唯一贯穿抗战始终的文艺刊物。尤

其值得一提的是,“文协”是在重重困境中坚持战斗

直到日本战败投降的。除了经济上的极端困窘,更有

政治上的无数非难。老舍在《“文协”的过去与将来》

一文中认为造成“文协”在工作上存在四点缺陷的

原因时说:“自然是人少钱少,想得到而作不来,可是

外间的阻力也该分去一部分责任。阻力所及,虽开一

小小座谈会亦足引起猜疑,而只求无过,不求有功之

态度逐渐形成。‘文协’未夭折者以此,其半死不活

者亦以此,感慨系之矣!”⑤这就充分说明了“文协”

活动中的经济政治双重困境。在这种环境下,对于这

么庞大的文艺组织来说,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几乎

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坚持斗争的持久性也是“文协”

不同于其他一般文艺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文

协”成立五周年时,郭沫若说:“几经迂回曲折,有些

组织已经在无形中匿迹消声了,而最先产生的‘文艺

界抗敌协会’却能迎接它的第五周年,成为文艺界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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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团结的旗帜,这怎么也是值得令人庆贺的事。”⑥

(四)组织存在的战时性

“文协”于1945年 10 月21 日改名为“中华全国

文艺界协会”。从此,以“抗日救亡”为活动宗旨的

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文协”不复存在。作为一个

广泛团结文艺界人士为抗日救亡而发起、组织并指

挥抗日文化运动的文艺组织,“文协”因抗战全面爆

发而产生,因持久抗战而继续存在,因抗战结束而易

名终结。这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组织存在的战时性。

“文协”是抗日战争的产物,国共第二次合作的

结果,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

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应运而生的。它的活动宗旨就是

抗战救亡宣传。这也是它将全国文艺界各种力量团

结起来的唯一共同目的。“尽管在阶级、集团、世界

观、艺术方法论上大家有着各自的特性, 然而,一个

高于一切的共同目标—抗敌,比什么都有力地使大

家都成为亲密的战友。”⑦正是这一共同政治目的成

为凝聚各种民主力量的巨大磁石,逐渐将文化界的爱

国人士集中到“文协”这一组织中来。既然抗战救

亡是“文协”活动的宗旨,那么为了救亡就必须坚持

抗战,抗战就是其存在的基础。“文协”初期的绝大

部分活动都是围绕抗战而进行的。皖南事变后,由于

战争形势的变化,“文协”的活动以“抗日争民主"为

主流,但始终是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到抗

战胜利时,“文协”将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共同致

力于抗敌宣传的目的达到了,“文协”也就失去了这

唯一存在前提。作为一个文艺组织,“文协”是一个

在本质上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

没有共同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它能将各种不同流

派、党派的作家团结起来的唯一前提就是抗战救亡。

这一政治目的一旦达到,“文协”的历史使命也就已

经完成,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也不复存在,因而

其组织生命也就随之终结。自从它改名去掉“抗敌”

二字,也就不再是以前意义上的“文协”了。

这些鲜明特征正是“文协”之所以能够不辱使

命,紧密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并肩战斗的独特魅力所

在。只有牢牢抓住这些特征,才能更加全面深刻地认

识“文协”在领导抗战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它

对重庆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必然性。

三、“文协”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

“文协”作为一个因战争而产生、因战争而存在、

因战争而易名、以抗战救亡宣传为活动宗旨的文艺

界统一战线组织,其在重庆的存在虽然是暂时的,或

者说具有鲜明的战时性,但其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

却是深远的。

首先,“文协”总部内迁重庆,标志着重庆作为全

国文化中心的正式形成,这就直接提升了重庆文化在

全国文化地图上的地位。

1937年 12 月,由于战局影响,国民政府机构相继

内迁重庆。次年10 月武汉失守,蒋介石及留在武汉

的政府机构也随后迁入重庆。1939 年 5 月5 日,重庆

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 年 9 月6 日,国民政府定

重庆为陪都。城市地位的变化,政治、经济、军事中

心的形成,为重庆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奠定了基础。

同时,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为重庆成为全国文化

中心提供了政治前提。中共南方局以八路军驻渝办

事处这一公开合法的名义在重庆开展工作。而南方

局的领导人周恩来又同时担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

副部长。这就为当时在渝的广大爱国文艺工作者不

分党派继续团结抗战提供了有利条件。而随着重庆

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的变化,重庆文化中心的形成

也成为历史的必然。随着国家机关相继迁入重庆,大

量的文化机构、文化团体也先后迁到重庆。1938 年

8月,“文协”总部随国民政府和大批组织机构和文化

团体内迁重庆,客观上为重庆的文化发展带来了千载

难逢的历史契机。从此,“文协”就以重庆为活动中

心,领导和团结全国广大爱国文艺工作者,组织开展

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战文艺运动。“文协”作为国共

合作的产物,具有其他任何文化团体无法企及的广泛

而充分的代表性。因而,它的内迁重庆,标志着重庆

作为战时全国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

其次,“文协”总部、分部的大量会员以及紧密

团结在“文协”周围的许多文化团体、文艺界人士

随“文协”总部的内迁而来到重庆,直接改善了重庆

的文化素质结构,丰富了重庆文化的内涵,冲破了原

有重庆文化的区域性局限,使之呈现出更加鲜明的多

样性和广泛的代表性。

抗战时期,重庆人口剧增,1937 年约47 万,1938

年底即达60余万,1941 年突破70万,1943年接近90

万,至1945 年初已逾百万。而根据1937 年重庆户口

籍贯统计,当时重庆籍贯涉及全国25 省,在 47 万总

人口中,重庆外籍的人口占了近24 万⑧。这些新增人

口来自全国各地。作为文化的综合载体,这些大量的

外来人口所携带的文化因子,相互撞击、交融,就使

得重庆文化呈现出色彩斑斓的风貌。而作为“文协”

会员的大量作家、艺术家、大学教授、大中小学教

师、新闻记者以及团结在“文协”周围的大量文艺

工作者、科学家、学者等无疑承载着更加密集的文

化因子。他们的到来直接改善了重庆的文化素质结

构。同时,由于他们来自不同地区而带来的不同区域

文化同重庆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不仅丰富了重庆文

化的内涵,还增强了重庆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多

样性以及广泛的代表性。

第三,“文协”在重庆发起组织或参与组织的一

系列文化活动丰富了重庆市民的文化生活,也同时提

高了他们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

当“文协”总部迁入重庆后,其作为全国抗战文

化指挥中心,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更加直接、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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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远。在重庆,“文协”更广泛地团结文化界人士

和文化团体,推动抗战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文协”

不仅组织了多次诗歌、小说、戏剧座谈会和晚会,探

讨抗战文艺创作理论,还两次举办了通俗文艺讲习

班,培养文化后备队伍,继续出版《抗战文艺》,加大

宣传力度,还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文化运动,直接提

升了广大市民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比如,由“文

协”发起的“诗人节”纪念活动,由“文协”参与组

织的“戏剧节”等。“文协”还通过纪念高尔基、鲁

迅以及为文化名人如郭沫若、老舍、洪森、茅盾祝

寿等活动来推动反专制争民主的文化运动,同国民党

顽固派进行斗争,也同时丰富了广大市民的文化生

活,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

第四,“文协”成立专门机构,创办专门性刊物,

为全面、深入地开展对外文化宣传和交流做了大量

组织领导工作。这些活动,促进了重庆文化的传播,

扩大了重庆抗战文化的影响,加深了世界对重庆的了

解,也为重庆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文协”迁入重庆不久,即着手组织“国际文艺

宣传委员会”,由王礼锡、胡风、戈宝全、徐仲年等

任筹备委员。1939 年初,“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正

式成立,专门负责“文协”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并

组织了一批翻译家有计划系统地介绍中国抗日文艺

作品出国,有力地推动了抗战文艺出国运动,增进了

世界人民对中国重庆抗战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文协”除通过自己的会刊《抗战文艺》进行对

外交流和宣传外,还通过致书致函举办各种演讲会、

座谈会、欢迎会、纪念活动等加强与国际文化界的交

往。“文协”成立之初就发布了《告世界文艺家》、《致

日本被压迫作家的公开信》,由盛成、戈宝权等人译

成英、法、德、俄、世界语等文字发表于世界各大报,

揭露日寇侵华暴行,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也

同时扩大了重庆文化的影响。1940年 8月,“文协”致

书世界作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不设防城市及与

军事无关的民宅、商店、村庄、文化机关滥施轰炸的

罪行,吁请齐声声讨。1944 年 6 月6 日,“文协”发布

《致全世界反法西斯作家书》,指出,“在人类解放史

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

的胜利,法西斯德国的崩溃就是法西斯崩溃的前奏,

欧洲人民的解放就是亚洲人民解放的枢纽”。[5]也正是

在反对世界人民共同敌人—法西斯强盗这一战斗背

景下,中国以重庆为中心为代表的抗战文化融入了世

界反法西斯文化,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在促进中国抗战文艺出国的同时,“文协”也十

分注重将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介绍到国内,除了

通过其会刊译载世界反法西斯作品外,还通过各种座

谈会、演讲会、报告会介绍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文

化和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关注。比如,1939 年 1月,“文

协”举行茶话会,王礼锡报告欧洲文艺界对中国抗战

的关注。1940 年 12 月 21 日,“文协”儿童文学组又

举行了报告会,欧阳予倩报告各国儿童戏剧发展概

况。1940年 4月14 日,“文协”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

第三次诗歌晚会并纪念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

此外,“文协”还组织了罗曼·罗兰追悼大会和纪念

高尔基的活动。正是在这些对外交流活动中,重庆抗

战文化走向了世界,世界反法西斯文化和其他优秀文

化也走进了中国,走进了重庆,为重庆文化的发展提

供了新的平台。

总之,“文协”在重庆的存在虽然是短暂的,但其

对重庆文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绚丽多姿的重庆

文化地图上,抗战文化无疑是其中最为壮丽的一座高

峰。而“文协”则是这一高峰上最为壮丽的一道景

观。作为领导抗战文化运动的中枢,“文协”在渝活

动对改善重庆文化的结构,丰富重庆文化的内涵,推

动重庆文化向多元、互渗方向发展起到了无法替代

的历史作用。可以说,假若没有“文协”在渝时期的

活动,重庆抗战文化这座高峰便远没有那么雄伟壮

丽,而重庆文化地图上的文化景观也就不会如此绚烂

夺目了。这也是区域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超越固

有的区域性局限,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获得更加强

烈的文化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一个历史范例。这对于

新重庆的文化建设无疑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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